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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城市带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基于时变衰退的面板三阶段 DEA 模型 

刘军航 唐鸿博 徐晟
1
 

（合肥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摘 要】：当前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财政收支差距持续扩大是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皖江

城市带作为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其进行绩效评价,提升其绩效表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关于

皖江城市带财政支出绩效的研究在绩效评价的整体性、趋势性和解析性上存在较大局限,而基于时变衰退的面板三

阶段 DEA 模型能全面地刻画该区域财政支出绩效演变轨迹并解析出相应的改善路径。研究发现:皖江城市带财政支

出绩效水平稳步提升,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对此影响显著,且规模无效率是制约当前绩效表现的主要因素;二阶段采

用的面板 SFA 模型的管理无效率项呈现出典型的动态特征。据此,从环境因素、供给侧角度和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

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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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

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

政支出规模持续扩大,长期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攀高,截至 2017

年这两项数据已分别达到 30763亿元和 299500亿元;二是致使我国反复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
[1]
。 

全面实施绩效管理首先需要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因为降低政府债务负担以及推进供给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需要控制财

政支出的盲目扩张,而引导产业发展、刺激经济和社会保障建设又依赖于持续稳定的财政支出,对财政支出绩效进行有效评价,提

高财政支出的效率是化解以上矛盾的关键途径。此外,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2011)到《财政支出(项目支出)绩

效评价操作指引(试行)》(2014)的颁布,都表明在当前财政收支差距扩大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国家开始注重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益和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2]。 

2010 年 1月 12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安徽省 8市两地正式迈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下简称皖江城市带)经济规模约占全省的七成(67.94%,2016),并拥有省内优异的科教文卫资

源,在安徽省内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其中,财政支出的贡献举足轻重。但自 2011 年以来,皖江城市带的财政总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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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规模已达到 5611.2 亿元,表明皖江城市带当前面临着较严重的财政收支差距问题,亟待提升财政支出绩效水平,以更好地发挥

财政支出的功能。 

本文将基于时变衰退面板三阶段DEA模型探究皖江城市带建立后财政支出绩效的变化情况和影响因素,判断该区域财政支出

的绩效水平并提出相应改善路径,帮助皖江城市带在向经济“新常态”的调整中缓解收支矛盾,提升财政支出绩效,有效发挥财

政支出的作用。研究这些问题,对于皖江城市带推进供给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保障各项经济社会事业的投入顺利进行,

进一步推进皖江城市带财政体系的科学化、现代化发展,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述评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内涵 

学者们在对前人理论总结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探索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概念理论,丛树海(2005)[3]、谢虹(2007)[4]、陈工、

袁星侯(2007)[5]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出发阐释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概念。财政部综合了学界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概念的认识并在

财政实践的基础上印发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2011),文件认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单

位)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

观、公正的评价。可以看出,这个定义在绩效及财政支出绩效概念的基础上强调了绩效评价的主体、具体程序和工具方法,为财

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的落地和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综述 

早在 20世纪初,英美国家就已开始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进行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支出绩效的影响因素、财政支

出绩效衡量的定性指标设计上,如“3E”原则、层次分析法等。20 世纪 70 年代,Charnes、Cooper 等(1978)[6]提出了以相对效率

概念为基础的一种非参数前沿效率分析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该方法因不受投入产出

量纲影响、可以综合评价效率且受人为因素影响小等优点得到了广泛运用。受此影响,财政支出绩效的研究转向到具体的效率测

度方面,如 Greene(2004)[7]、Afonso、Fernandes(2008)[8]等都利用了 DEA 方法(多阶段 DEA、DEA-Malmquist 指数、随机前沿SFA

等)对财政或公共支出的效率进行了测算。 

与国外相比,国内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较晚等原因,针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出现较晚,相关研究历程可大致划分以

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005 年)。研究方向主要是对中西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比较与借鉴。如邓淑莲(1998)[9]、

李有智(2005)[10]等,他们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绩效考评的理论、制度和发展现状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理

论及政策建议。 

第二阶段(2005-2011 年)。主要是关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内容和指标构建的研究。学者们对此的研究思路各有不同:一是

按照财政支出投入、运作、产出、结果全过程的思路,如余振乾、余小方(2005)[11]等;二是将“3E”原则融入财政支出过程指标

中的方法,如丛树海(2005)
[3]
、吴建南、刘佳(2007)

[12]
等;三是体现财政管理要求的思路,如吴素芳(2005)

[13]
等。 

第三阶段(2011 年至今)。主要是针对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的研究。在2011 年财政部出台《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后,大量文献开始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讨论,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当前中国各省份的财政支出绩效问题。肖建华(2012)[14]

认为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绩效,一方面要加强财政支出,另一方面需改善支出结构;代娟(2013)[15]则认为当前中国各省份财政支出

规模过大,处于规模递减阶段,应削减支出规模。陈刚、赖小琼(2015)
[16]
指出我国地方财政支持绩效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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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方效率水平制定相应对策。 

除整体财政支出绩效研究外,很多学者也在探讨财政支农支出(刘穷志,2009
[17]

;方鸿,2011
[18]

)、医疗卫生支出(王宝

顺,2011[19];李慧君,2013[20])、科技支出(黄科舫,2014[21])等财政具体领域的绩效表现问题,提出的优化路径也各不相同。有学者

提出缩减无效支出、优化支出结构是必须的;也有学者认为需要加快技术创新,推进效率前沿;也有学者认为提高支出效率需要加

强配套建设,如有序推进城市化和教育水平等。 

(三)皖江城市带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综述 

自 2011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成立以来,国内关于皖江城市带的研究便层出不穷,但多数研究集中在皖江城市带

的产业承接效率效果上,针对该区域财政支出绩效的研究较少。现有的少量研究也多是集中在财政支出的细分领域中,如李江昊

(2015)[22]、王子迪、田时中(2016)[23]分别针对皖江城市带的财政科技支出和财政工业科技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研究,为财政科技

支出优化提供了一定思路。但文章没有全面刻画皖江城市带的财政绩效演变图景及全面考量财政各领域支出的关系,故对地方财

政当局的整体管理政策设计及支出安排缺乏一定参考价值。 

现有文献中,李磊、王超(2014)[24]针对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前后的财政支出绩效进行了研究,但研究的时间限于 2008年

和 2011年两个时间点,一是时间上并不连续,无法全面对比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前后的变化,结果可能有所偏颇;二是研究的

时间久远且孤立,没有全面研究皖江城市带成立之后的财政绩效演变。而且,他将六安全市纳入皖江城市带,致使研究结果不够精

确。 

因此,当前针对皖江城市带的财政绩效的研究数量较少,且研究对象、研究时点有较大的局限性。仅有的少量研究也没有全

面展示出皖江城市带成立以来各地方及整体区域的财政绩效演变趋势,也就无法全面探析其中变化的原因及提出相应地改善路

径,对皖江城市带当前的财政政策制定、支出安排及区域协同发展的实际参考价值相对不大。 

在当前供给侧改革及财政收支差距持续扩大的背景下,皖江城市带地方政府亟需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以更好发

挥财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本文希望通过全面深入地研究皖江城市带成立以来的财政支出绩效演变图景,探讨该区域的财

政绩效驱动内核,提出相应的改善路径,为地方政府的财政决策及支出安排提供一些建议。期望能为皖江城市带财政体系的科学

化和现代化发展、区域的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提供帮助。 

三、模型理论及变量选取 

(一)理论模型 

1.第一阶段 

在经典 DEA 模型的基础上,Fried(2002)[25]提出了由经典 DEA 模型和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组

成的三阶段 DEA 方法,通过第二阶段 SFA 修正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造成的效率得分偏误,消除了横截面 DMU 的异质性[26]。因

而该方法在污染治理效率、创新效率、能源排放效率等
[27-30]

诸多领域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但 Fried的三阶段 DEA 处理面板数据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跨期数据效率前沿面不统一导致不能对同一决策单元的效率表

现进行纵向动态比较[31-32];二是由于跨期前沿面不统一,在第二阶段单独进行一个面板 SFA 回归调整投入(产出)冗余量是不准确

的,而进行 n(时期)个截面 SFA回归,又会导致 SFA 结果的系数方向性一般难以统一,给结论的解释带来一定困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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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文出于对数据处理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的考虑,借鉴刘自敏(2014)[26]的处理方法,将原始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整理

为横截面数据,即不同年份的同一决策单元视为不同的决策单元,一次带入规模报酬可变的DEA-BBC模型,由此得到统一效率前沿

面下的效率值即投入(产出)冗余。 

关于 DEA-BBC 模型的理论已经非常成熟,有许多学者已做了详细介绍[14],本文不再解释。在此需要说明的是,DEA 模型中的投

入变量是指反映地方财政支出的变量,产出变量是指反映地方财政支出所得到的公共产品的变量。 

DEA-BBC 模型会测算出三种效率值,即技术效率值(TE)、纯技术效率值(PTE)和规模效率值(SE)。技术效率是生产的实际值与

最优值(最大产出或最小成本)的比较,反映决策单元总体的投入产出效率状况;纯技术效率是指在支出规模一定情况下,最小要

素的投入成本,反映决策单元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即管理水平的高低;规模效率则是表示投入一定的条件下,技术效率的生产边界

的产出量与最优规模下的产出量的比值,反映决策单元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中,SE=TE/PTE,或者,TE=PTE×SE。 

2.第二阶段 

由于经典 DEA模型测度出的效率值会受到环境因素、管理效率和随机误差的影响,所以构造以第一阶段计算得到的投入松弛

量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因素变量为解释变量,包含管理误差项和随机误差项的 SFA 模型: 

 

其中,Snit 表示第 t 年第 i 个决策单元第 n 项投入的松弛变量;Zit=[Z1it,Z2it,…,Zpit]为 p 个环境变量;βnt 为参数估计

值;f(Zit;βnt)表示环境因素对投入松弛变量影响;μnit 表示管理无效率,一般假设其服从在零点截断的正态分布,即 μ～

N(0,σu
2);vnit表示随机干扰项,一般假设其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即 v～N(0,σv

2);μnit+vnit为混合误差项。 

面板 SFA 可根据管理无效率项是否具有时变性划分为时变衰退模型(Time-invariant Model)和非时变衰退模型(Time 

Varying Decay Model)。非时变衰退模型的特征是管理无效率项与随机扰动项相互独立,且不同时期管理无效率项相同;时变衰

退模型的特征则是 μit=exp{-η(t-Ti)}μi,即管理无效率项随时间变动,其中 η 表示时间衰退系数,Ti是第 i 个决策单元最后一

期。根据罗登跃(2012)[34]、陈巍巍、张雷等(2014)[35]提出的方法可估计时变衰退模型的管理无效率项,公式如下: 

 

模型求解将得出的随机误差项后代入式(3),得到调整后的投入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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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原始投入值的调整可以使每个决策单元面临相同的外部环境和运气,由此,我们可以进行更为准确的 DEA 效率测算。 

3.第三阶段 

将上一阶段调整后的投入变量代替原投入变量,将不同时期的投入产出值置于统一效率前沿面下,带入经典DEA模型,计算出

各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值。该阶段得出的效率值已经剔除了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的影响,能够更加客观、科学地揭示财政支出的绩

效水平。 

(二)变量选取及样本数据 

1.投入和产出变量的确定 

投入变量上,与现有研究一致(陈诗一、张军,200[36];陈仲常,2011[37];李思,2016[38]等),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本文选

择皖江城市带各市的人均财政支出(万元/人)作为投入变量,以此反映各地方的财政支出情况。 

产出变量上,本文依据丛树海等(2005)[3]提出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和安徽省历年来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

并参照唐齐鸣(2012)[39]、陈刚、赖小琼(2015)[16]等人的研究,从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和科技教育三个维度综合刻画财政产出,具

体见表 1所列。 

表 1皖江城市带地方政府财政绩效产出指标 

公共品 产出指标 

基础设施 

人均公路里程（千米/人） 

人均邮电业务量（万元/人） 

人均机械动力（千瓦/人） 

农村有效灌溉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例 

科技教育 

每万人三种专利授权量 

小学师生比 

中学师生比 

医疗卫生 
每十万人拥有的卫生机构数 

每十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 

 

2.环境因素变量选择 

虽然学界对于影响地方财政绩效因素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普遍认为区域内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会影响财政支出的

领域、规模及日常管理,进而影响到绩效水平。环境变量的选择一般遵从 Simar 和 Wilson(2007)
[40]
的“分离假设”,即对于外部

环境变量,一方面,其应对投入产出的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其难以被各微观DMU 个体所控制或改变。 

鉴于此,本文将通过第二阶段 SFA模型考察以下环境因素对投入松弛量可能产生的影响: 

(1)财政自主权作为衡量政治环境因素的变量。财政自主权能反映各地方财政自主性的差异。陈刚(2015)[16]认为地方财政自

主权越高,地方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的能力越强,有助于提升政府效率;而唐齐鸣(2012)[39]研究发现对于财政自主性较低的地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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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转移支付会补足刚性缺口如科教文卫及“三农”事业支出,提升支出效率。本文借鉴陈硕(2010)[41]对地方财政自足性的定义,

计算公式如下: 

地方财政自主性=地方财政净收入/地方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净收入（/地方财政净收入+中央转移支付） 

其中,地方财政净收入=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支出。 

(2)人均 GDP(元/人)和市场化水平作为衡量经济环境因素的变量。陈仲常(2011)[37]研究发现我国的财政支出效率具有顺经济

周期的特点,即人均 GDP提升有助于提升财政支出绩效水平。陈诗一、张军(2008)[36]却认为经济发达的地区会导致政府机构膨胀、

成本增加、支出效率下降。 

陈仲常(2011)[37]和刘伟(2015)[28]认为,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地方财政的投入—产出环境的改善,进而提升财政资源

的配置效率。本文将参考陈仲常的研究,以非公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衡量市场化水平。 

(3)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和城市化水平作为衡量社会环境因素的变量。Crossman(1999)
[42]
等认为政府支出的规模效应在

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更加明显,陈刚(2016)[16]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了这种想法。但韩华为、苗艳青(2010)[43]对地方财政卫生支出效率

影响因素的研究却发现,人口密度对地方财政卫生支出效率有微弱负效应。 

李慧君、张建华(2013)[20]和王超(2014)[44]认为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政府集中配置资源,提供服务,进而提升支出效率。

本文参照中国统计年鉴的规定选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率衡量城市化水平。 

SFA 模型中环境变量是对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所以当回归系数为正时,表示增加环境变量值有助于增加投入的松弛量,即意

味着需增加投入或降低产出,进而对绩效有负的影响;反之则相反。 

3.数据选择 

本文的样本选择不仅有皖江城市带 10 个市县,还有安徽省其他 8 个地级市。本文将对整个安徽省的财政投入产出数据进行

处理,重点分析皖江城市带的财政支出绩效,这样做,一是可以增加样本量,增加数据的稳定性及可靠性;二是可以将皖江城市带

城市的财政支出绩效与安徽省平均水准做比较,判断皖江城市带的财政支出绩效水平能否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本文数据源自 2011-2017 年《安徽统计年鉴》及安徽省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一)第一阶段 DEA分析 

本文首先使用 DEA-BBC 模型对 2011-2016 年皖江城市带各城市及安徽省其他地级市的投入产出数据在统一的效率前沿面下

进行效率评估,得到 2011-2016 年皖江城市带各城市及安徽省各地级市平均的财政投入效率值。结果见表 2(左)所列。 

表 2 2011-2016 年在统一效率前沿面下第一阶段及第三阶段效率值 

地区 
一阶段效率得分 

指标 
三阶段效率得分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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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 0.187 0.220 0.277 0.324 0.404 0.586 

技术效

率值 

0.610 0.674 0.781 0.833 0.936 0.968 

滁州市 0.295 0.357 0.431 0.471 0.533 0.748 0.713 0.782 0.857 0.884 0.923 1 

马鞍山市 0.208 0.250 0.318 0.285 0.329 0.510 0.677 0.753 0.845 0.838 0.878 0.989 

芜湖市 0.195 0.231 0.264 0.294 0.334 0.500 0.628 0.693 0.733 0.782 0.845 0.992 

宣城市 0.249 0.248 0.307 0.344 0.417 0.581 0.694 0.682 0.782 0.820 0.876 0.953 

铜陵市 0.231 0.377 0.200 0.198 0.148 0.259 0.807 0.892 0.855 0.868 0.537 0.831 

池州市 0.226 0.237 0.285 0.307 0.397 0.545 0.721 0.762 0.846 0.862 0.922 0.970 

安庆市 0.225 0.226 0.355 0.396 0.540 0.662 0.581 0.575 0.693 0.725 0.879 0.891 

金安区 0.500 0.542 0.767 0.818 0.896 1 0.82 0.835 0.959 0.985 1 1 

舒城 0.357 0.405 0.587 0.577 0.696 0.765 0.687 0.701 0.846 0.793 0.862 0.851 

皖江平均 0.267 0.309 0.379 0.401 0.469 0.616 0.694 0.735 0.82 0.839 0.866 0.945 

安徽平均 0.277 0.322 0.39 0.42 0.496 0.691 0.68 0.721 0.791 0.812 0.841 0.937 

合肥市 0.237 0.259 0.289 0.329 0.408 1 

纯技术 

效率值 

0.881 0.906 0.936 0.949 0.978 1 

滁州市 0.308 0.361 0.439 0.504 0.614 1 0.874 0.892 0.911 0.930 0.955 1 

马鞍山市 0.264 0.279 0.330 0.289 0.331 0.586 0.968 0.963 0.980 0.946 0.948 1 

芜湖市 0.246 0.274 0.301 0.323 0.342 0.559 0.872 0.883 0.909 0.931 0.947 0.999 

宣城市 0.261 0.272 0.310 0.345 0.442 0.724 0.838 0.844 0.863 0.878 0.901 0.957 

铜陵市 0.274 0.414 0.209 0.208 0.201 0.266 0.992 1 0.904 0.923 0.889 0.971 

池州市 0.240 0.242 0.310 0.342 0.553 1 0.835 0.834 0.859 0.875 0.931 1 

安庆市 0.339 0.337 0.445 0.474 0.548 0.668 0.926 0.914 0.956 0.971 0.988 0.990 

金安区 0.563 0.614 0.811 0.903 1 1 0.934 0.944 0.977 0.990 1 1 

舒城 0.445 0.496 0.597 0.614 0.703 0.776 0.910 0.924 0.951 0.955 0.968 0.977 

皖江平均 0.318 0.355 0.404 0.433 0.514 0.758 0.903 0.91 0.925 0.935 0.951 0.989 

安徽平均 0.342 0.377 0.445 0.478 0.581 0.825 0.916 0.921 0.941 0.948 0.964 0.992 

地区 
一阶段效率得分 

指标 
三阶段效率得分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合肥市 
0.788 0.850 0.958 0.985 0.991 0.586 

规模效

率值 

0.692 0.744 0.835 0.878 0.957 0.968 

irs irs irs irs drs drs irs irs irs irs irs drs 

滁州市 
0.960 0.989 0.981 0.934 0.868 0.748 0.816 0.877 0.941 0.951 0.966 1 

irs irs drs drs drs drs irs irs irs irs irs — 

马鞍山市 
0.789 0.897 0.965 0.986 0.994 0.870 0.700 0.782 0.862 0.885 0.927 0.989 

irs irs irs irs irs d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芜湖市 
0.791 0.841 0.877 0.909 0.976 0.894 0.720 0.785 0.807 0.839 0.892 0.992 

irs irs irs irs irs d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宣城市 
0.955 0.911 0.991 0.996 0.942 0.803 0.828 0.808 0.905 0.933 0.972 0.996 

irs irs irs irs drs d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铜陵市 
0.843 0.912 0.957 0.952 0.735 0.974 0.813 0.892 0.946 0.940 0.604 0.856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池州市 
0.940 0.978 0.917 0.898 0.717 0.545 0.864 0.913 0.985 0.985 0.990 0.970 

irs irs drs drs drs drs irs irs irs irs drs drs 

安庆市 
0.664 0.672 0.798 0.836 0.986 0.991 0.627 0.629 0.725 0.746 0.890 0.900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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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安区 
0.888 0.882 0.945 0.907 0.896 1 0.878 0.885 0.981 0.995 1 1 

irs irs drs drs drs — irs irs irs irs — — 

舒城 
0.803 0.817 0.983 0.940 0.989 0.985 0.754 0.758 0.890 0.831 0.890 0.871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皖江平均 0.842 0.875 0.937 0.934 0.909 0.840 0.769 0.807 0.888 0.898 0.909 0.954 

安徽平均 0.820 0.865 0.890 0.896 0.879 0.853 0.746 0.786 0.843 0.858 0.873 0.944 

 

注:irs为决策单元规模报酬递增,drs为决策单元规模报酬递减,—为决策单元规模报酬不变。 

从时间序列上看,皖江城市带各城市的技术效率值和纯技术效率值总体上呈逐年递增的态势,但总体数值较低,多处于 0.2～

0.6 的区间内,绝大多数决策单元处于技术无效率状态。规模效率水平较高多处于 0.7～1.0 区间内,前 4 年多数决策单元处于规

模报酬递增状态,后两年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DMU 则达到一半,但达到规模有效的决策单元只有 1个。这说明,在不考虑外部环境

和随机扰动的影响下,皖江城市带各城市历年财政支出绩效虽呈递增趋势,但整体绩效水平较低,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较低即

各地方的财政资源管理水平较低导致的。同时,财政资源投入规模也有较大改进空间。 

从横向对比中可以发现,皖江城市带平均技术效率值与纯技术效率值一直低于安徽省的平均水平,平均规模效率值则略高于

安徽省平均水平。这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皖江城市带内各地方的财政资源管理水平较低。 

(二)第二阶段面板 SFA分析 

由于各决策单元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尽相同,因此第一阶段的效率值测度会受到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因

此,在第二阶段中,本文采用面板 SFA 的方法,分解第一阶段得到的投入冗余,以其作为因变量,选取环境变量作为自变量,剔除环

境因素及随机扰动的影响,使得到的结果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皖江各城市财政绩效水平。 

首先需要对面板 SFA 模型做时变衰退检验,时变衰退系数 η(表 3)显示值为 0.242,且 t 值为 8.044,通过 t 检验,表明 η 值

显著不为 0,即本文的面板 SFA模型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应采用时变衰退面板 SFA 模型。 

表 3第二阶段面板 SFA回归结果 

项目 回归系数 T值 

系数 987.350 2.983 

人均 GDP 1472.785 10.872*** 

市场化水平 -1601.104 -9.536*** 

财政自主权 -204.292 -4.514*** 

人口密度 345.753 2.052** 

城市化水平 -926.141 -6.758*** 

σ2 4647686.900 4579850.500*** 

γ 0.650 13.864*** 

η 0.242 8.044*** 

LR 5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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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文献中,刘自敏(2014)[26]、张根文(2017)[33]等同样利用面板三阶段 DEA 模型分别对医疗卫生资源投入效率及软件行业

生产效率进行了测度,但他们的检验结果中管理无效率项呈现非时变衰退特征。因此,第二阶段采用的面板 SFA 模型中管理无效

率项根据样本的不同呈现出典型的动态特征。 

由表3可知,LR值(单边似然比检验值)为58.666,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总体设定是合理的;γ和σ2均通过了1%

的显著性检验且γ值为 0.650,表明管理无效率对人均财政投入松弛变量的影响较随机误差项更加显著。 

财政自主权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其是皖江城市带各城市财政支出绩效的有利外部环境因素,这与陈刚(2015)[16]的研究结论一

致。这是因为当地方政府拥有对财政资源更充分的支配权力时,其更能根据区域发展情况,合理有效配置财政资源,减少财政投入

冗余。 

市场化水平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其是皖江城市带各城市财政支出绩效的有利外部环境因素,这与陈仲常(2011)[37]和刘伟

(2015)[28]等人研究结论一致。地方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表明市场环境更加开放包容,有助于财政资源的配置水平提高。 

城市化水平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其是皖江城市带各城市财政支出绩效的有利外部环境因素,这与李慧君(2013)
[20]

、王超

(2014)[44]等人研究结论一致。说明更多的人口集中在城镇,地方政府能更集中有效地配置资源,减少投入冗余,提高财政支出效

率。 

人均 GDP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其是皖江城市带各城市财政支出绩效的不利外部环境因素,这与陈诗一、张军(2008)[36]的研究

结论一致。他们认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机构膨胀、成本增加、效率恶化;也可能是因为经济水平高,地方政府

掌握财政资源较多,会增加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冲动,造成财政投入冗余
[33]
。 

人口密度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其是皖江城市带各城市财政支出绩效的不利外部环境因素,韩华为、苗艳青(2010)[43]也有类似

结论的研究。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数据处理方法上忽视了产出质量导致人口高密度地区绩效被低估,本文认为也有可能是人口密度

提高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相应的配套政策难以很快惠及至个人,增加了财政投入冗余。 

在估计出时变衰退的面板 SFA 模型结果后,本文将利用公式(2)1、(3)剥离管理无效率及随机扰动的影响,使每个决策单元面

临相同的外部环境和运气,再带入统一效率前沿面下的 DEA-BCC 模型中。 

(三)三阶段调整 DEA 分析 

经过第二阶段的调整,本文再次利用统一效率前沿面下的 DEA-BCC 模型对 2011-2016年皖江城市带各城市的财政支出效率进

行测算,所得结果见表2(右)所列。 

1.第一、三阶段效率水平对比分析 

通过表 2左、右两侧对比,可以发现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的影响后,皖江城市带10个市县 2011-2016 年的财政支出绩效

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动。这表明,由于外部环境和随机扰动的存在,皖江城市带的财政支出绩效被低估,也证明了第二阶段时变衰

退的面板 SFA分析是有意义的。 

分项来看,调整后,皖江城市带10个市县的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水平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且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达到

技术有效的决策单元有所增加。其中,TE 值多处于 0.5～1.0的区间内,PTE值多处于 0.8～1.0 区间内,较第一阶段增长幅度更加

明显,表明这些城市的财政资源管理水平并不低,而是所处的比较不利的外部环境等影响了真实技术效率的反映。SE 值多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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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 的区间内,其变动情况相对复杂一些。 

通过表 2,可以发现经过环境因素的调整后,铜陵、安庆和舒城 6 年来的规模效率水平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余 7 市县

的规模效率水平在前几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在之后又逐渐超过调整前水准,在 2016 年,有多个城市接近或达到规模效

率前沿。皖江城市带 10 市县的规模效率都呈现出总体上升的趋势,且不同年份下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的城市更多,增加到 54

个。这表明皖江城市带各市县的财政投入逐渐增加,显著提升了财政投入的规模效率。 

总体来看,相比投入冗余调整之前,大多数年份的技术效率平均值提高幅度较大,纯技术效率平均值提高更为显著,规模效率

平均值小幅降低后逐渐上升,变化的幅度较小。说明当前制约皖江城市带各城市财政支出绩效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支出规模上,

与一阶段的分析结果不同。 

2.皖江城市带各市县的财政支出绩效分析 

本文已对投入冗余调整前后皖江城市带 2011-2016 年的财政支出绩效做出了详细对比分析,接下来,本文将重点分析皖江城

市带各市县的财政支出绩效。 

通过表 2(右)可以发现,除铜陵外,其余市县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在 2011-2016 年都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且规

模效率的平均增幅 25.23%高于纯技术效率的平均增幅 9.90%。这 6 年间,绝大多数城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在 2016 年,达到

纯技术效率前沿的城市有 5 个,而达到规模效率前沿的城市只有 2 个。这些都印证了上文的观点,即当前制约皖江城市带各城市

财政支出绩效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支出规模上。 

表 4 描述了皖江城市带 10 个市县 2011-2016 年的平均技术效率、平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综合来看,金安区的平均技

术效率值最高,超过 0.9,滁州、池州、马鞍山、宣城、合肥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也处于比较高的位置,而铜陵、舒城、芜湖和安

庆 4个地区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则相对较低。 

表 4皖江城市带 10市县 2011-2016 年平均效率值 

地区 技术效率（TE） 纯技术效率（PTE） 规模效率（SE） 

合肥市 0.800 0.942 0.846 

滁州市 0.860 0.927 0.925 

马鞍山市 0.830 0.968 0.858 

芜湖市 0.779 0.924 0.839 

宣城市 0.801 0.880 0.907 

铜陵市 0.798 0.947 0.842 

池州市 0.847 0.889 0.951 

安庆市 0.724 0.958 0.753 

金安区 0.933 0.974 0.957 

舒城 0.790 0.948 0.832 

 

为了更清楚地描绘这 10个市县的技术效率构成状况,本文将参照石风光[27]、曹妍雪[45]等人的研究,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为坐标轴,以 0.9 为效率值节点,将各市县分置到不同的效率象限中,找到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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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右上角为“双高型”,包括金安和滁州,这一区域的决策单元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高于0.9,财政资源投入规模和

管理水平改进空间相对较小,特别是金安,处于接近效率前沿面的位置。左上角为“低高型”,包括池州和宣城,这一区域的决策

单元规模效率高于0.9,但纯技术效率水平较低,低于0.9,即池州和宣城在财政资源的利用程度及管理水平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马鞍山、合肥、铜陵、舒城、芜湖和安庆都位于右下角的“高低型”,表明这 6 个城市的纯技术效率高于 0.9,但规模效率低于

0.9,处于较低的规模效率水准。这类城市的财政支出绩效改进方向主要在财政资源的投入规模上,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资源投入

规模,实现财政资源的集中供给配置,达到规模经济。 

横向对比来看(如图2),经过环境因素的调整后,皖江城市带的平均技术效率和平均规模效率值在2011-2016年一直略高于安

徽省的平均水平,平均纯技术效率则是一直略低于安徽省平均水平。表明皖江城市带整体上财政支出绩效高于安徽省平均水准,

拥有更高的规模经济效应,但财政资源的管理水平却略低于平均水准。 

 

图 1 2011-2016 年皖江城市带 10市县平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布 

 

图 2皖江城市带与安徽省平均效率水平对比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1.皖江城市带财政支出绩效水平高于省内平均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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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对投入冗余进行调整后,2011-2016 年,皖江城市带各市县财政支出绩效稳步提升,整体向好,平均技术效率值、平

均纯技术效率值和平均规模效率值分别由 0.680、0.916、0.746 稳步增长到 0.937、0.992、0.944。且这一时期皖江城市带的财

政支出绩效水平一直略高于安徽省平均水准,表明皖江城市带在设立之后,其财政资源的投入、使用及管理水平在不断进步,并领

先安徽其他市县。 

2.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影响显著 

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结果之间的显著差异表明,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对于财政支出绩效的测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不考虑

这些因素,可能会低估皖江城市带的财政支出绩效水平。经实证检验,财政自主权、市场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能有效减少

投入冗余,提高财政支出绩效水平;高 GDP规模和人口增加可能会制约财政支出绩效的表现。 

3.规模无效率是制约财政绩效的主要原因 

第三阶段结果显示,2011-2016 年,规模效率的平均增幅高于纯技术效率的平均增幅,说明技术效率的增长主要依靠规模效率

增长拉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城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各市县规模效率的平均值低于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且从各市县纯技术

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分布来看,超过半数位于“高低型区域”。这些都说明当前皖江城市带财政支出的规模无效程度高于纯技术效

率损失,规模无效率是当前制约皖江城市带各城市财政支出绩效的主要因素。 

4.纯技术效率仍有提升空间 

与第一阶段相比,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提高更为显著,规模效率提升幅度较小,这也印证了当前制约皖江城市带各城市财政

支出绩效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投入规模上。另外,虽然皖江城市带的纯技术效率水平较高,但仍落后于安徽省平均水准,纯技术效

率仍有可提升空间。 

(二)政策建议 

针对上文的观点,本文提出提高皖江城市带财政支出绩效的相关政策建议。 

1.外部环境政策 

各地方政府要积极地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升经济市场化程度,形成高效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发

挥集中配置财政资源的优势,集约、高效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国家可以适当提高各地方的财政自主权,形成权责清晰、财

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财政资源更能根据区域发展情况,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另外,当

经济发展起来后,地方政府需要控制机构及人员膨胀,减少盲目投资,增加公共产品及服务供给;对于人口较多的地区,需要加强

教育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将人口压力转为人力资源。 

2.增加投入,扩大规模,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攀高、产能过剩的局面下,增加财政资源投入,提高财政支出绩效需要从供给侧角度提供优

化路径。具体如下:(1)2严格预算控制与科学合理配置,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建立财政的全面预算制度,合理编制预算安排,科学测算投入规模,全面衡量支出绩效,减少高投入、低成效的政府投资,杜绝财政

资源浪费,将财政资源集中在能有效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发展和稳定发展环境的领域。(2)3 积极推动财政转型,加快财

政供给侧改革。供给结构方面,由地方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改善民生转变,提高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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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支出与服务质量;供给模式方面,应由政府建设为主向政府购买转变,发挥地方政府统筹和社会资本专业服务的合力;供给

机制方面,地方政府需要积极创新供给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建设领域,在增加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

同时,减缓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可考核具有丰富投融资经验和高效管理运营能力的企业参与到公共产品建设及运营维护环节中,

推动 PPP、专项基金等项目的开展,有效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与增信作用,扩大财政资源投入规模。 

3.创新财政资源使用管理体制机制,提升地方财政资源管理水平 

财政资源的投入及使用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多个公共服务领域、建设服务周期长,这对财政资源的管理水平就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因而要提高财政支出绩效必须协同创新、统筹推进,提升财政资源的使用及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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